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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用地面积减少问题，本研究

基于多维特征集，实现大湾区 1990、2000、2010 年和 2020 年

土地利用分类，分析其土地利用时空变化规律，并结合地理

探测器、生态综合指数和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揭示生态用地

转化的驱动力及其转化概率。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林

地、耕地、草地以及水域面积不断下降，而建筑用地持续扩

张，其中耕地为最大的转出类型，建设用地的转入面积最多；

高程、距建设用地距离、生态控制线、GDP 密度、人口密度以

及道路密度是大湾区生态用地转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距

建设用地距离以及生态控制线对生态用地转化的影响最大；

东莞市、佛山市、广州市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北部生态用地

面临着较高的转化风险。

关键词：生态用地变化；驱动力；GEE；地理探测器；二元逻辑

回归；粤港澳大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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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cological land in the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has continuous‑
ly declined， leading to increased ecological risks.  Analyzing 
driving forces and simulating ecological land conversion proba‑
bilities are essential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GBA.  This study develops a multidimensional feature set to 
classify land use in the GBA for 1990， 2000， 2010， and 
2020， analyzes spatiotemporal land use dynamics， and inte‑
grates the geological detector model， an integrated ecological 

index， an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to identify the driving 
forces and conversion probability of ecological land.  Results 
indicate： forest， farmland， grassland， and water areas in the 
GBA have continuously decreased， while construction land 
has expanded persistently.  Farmland represents the largest 
outflow category， with construction land receiving the most in‑
flow； Elevation， minimum distance to construction land， eco‑
logical control lines， GDP density， population density， and 
road density are the primary drivers of ecological land conver‑
sion in the GBA， with minimum distance to construction land 
and ecological control lines exerting the strongest influence； 
Ecological land in Dongguan City， Foshan City， Guangzhou 
City， and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
istrative Region faces high conversion risks.
Key words： ecological land change； driving force； GEE； 
geological detector；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Guangdong-
Hong Kong-Macao Bay Area （GBA）

随着全球人口持续的增长和人类经济活动的快

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引发了环境污染、水

土 流 失 、生 物 多 样 性 减 少 等 诸 多 生 态 方 面 的 问

题［1， 2］，严重威胁生态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城市

生态系统服务涵盖水资源保护、气候调节、生物多样

性保护和碳固存等多种功能，在缓解快速的城市扩

张影响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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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3， 4］，有助于增强城市韧性。而城市生态用地作为

城市生存的自然基础，能够提供多种必要的生态系

统服务，对生态可持续性有着深远的影响［5］。然而，

在快速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城市用地扩张

常常侵占城市生态用地，使得城市生态脆弱性增强，

严重阻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6］。因此，监测城市生

态用地时空动态变化并探究其驱动因素对于优化土

地利用结构、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诸多学者对不同区域的城市土地利用变

化进行了解析。如鲍文楷等［7］基于土地利用数据利

用 logistic 模 型 对 京 津 冀 地 区 的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驱 动

力进行分析，为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提供依据。张瑞

等［8］结合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太原市

的建设用地变化的驱动力因子进行研究，为城市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吴健生等［9］基于土地利用

数据，结合景观指数探究深圳市景观演变及驱动因

子，为城市快速扩张下的景观格局变化提供科学参

考。Yao 等［10］基于土地利用动态度分析长江下游城

市生态用地的时空变化特征，并结合地理探测器方

法识别驱动因素，为生态空间恢复提供重要参考。

随着港珠澳大桥等交通骨架搭建的推进， 粤港

澳大湾区的“9+2”格局也将实现互联互通，城市化

发展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和维护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11］。但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自然生态

系统面积下降，城镇生态面积不断上升，区域生态风

险增加，当前国内有关城市群生态系统演变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城市群，而针对大湾区的研究侧

重于建成区的格局演变，缺乏对大湾区城市群自然

生态系统空间格局演变的探索［12］。  因此，本研究尝

试基于 Google Earth Engine（GEE）平台，利用 Land‑
sat 影像以及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数 据 构 建 多 维 特 征 集 ，实 现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以 及 2020 年 土 地 利 用 分

类，提取各年份生态用地数据，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用地变化的驱动机制，并结合生

态综合指数构建生态安全格局，使用二元逻辑回归

来模拟未来生态用地转化概率，为粤港澳大湾区的

城市景观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1 研究区及数据处理

1. 1　研究区

粤港澳大湾区位于广东省中南部，总面积约为

5. 6 万 km2。其总体地势北高南低，中部地势低平，

以平原为主，东北部以及西北部为丘陵，南部濒临南

海 。 该 区 域 属 于 亚 热 带 季 风 气 候 ，年 均 气 温 21~
22 ℃，降水主要集中在春夏季，秋冬季降水较少。粤

港澳大湾区包括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中山、惠州、

佛 山 、肇 庆 、江 门 等 9 市 和 香 港 、澳 门 2 个 特 别 行 政

区，人口密度高，保持着快速增长和领先的城镇化水

平 ，截 至 2023 年 ，大 湾 区 生 产 总 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突 破 14 万 亿 元 ，在 全 国 整 体 发 展 中

占据重要战略地位。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的城镇用地不断扩张，生态用地面积

下降，使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降明显，大湾区生态

风险增加。

1. 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主要包括地表反射率、DEM、道路数据

和统计数据。利用 GEE 平台收集了四个时段（1989
—1991 年 、1999—2001 年 、2009—2011 年 和 2019—

2021 年）秋 冬 季（9~12 月）降 水 相 对 较 少 时 期 的

Landsat 地 表 反 射 率 影 像 。 共 选 取 12 幅 影 像 ，其 中

2019—2021 年影像为 Landsat 8 OLI 数据，其余年份

影像为 Landsat 5 TM 数据，空间分辨率均为 30 m。

完成去云处理后，对各时段影像进行融合，生成四幅

最少云量合成影像，用于后续的土地利用分类。

DEM 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并进一步计

算坡度和坡向数据，空间分辨率为 30 m。道路数据

来源于 OpenStreetMap。GDP 密度和人口密度分布

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空间分辨率为 1 000 m；生态控制线来源于各地市政

策文件。具体数据来源见表 1。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基于 Landsat 影像和地形数据构建

多 维 特 征 集 ，采 用 随 机 森 林 算 法 对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1990 年、2000 年、2010 年以及 2020 年土地利用进行

分类。随后，在此基础上提取各时期生态用地，利用

地理探测器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用地变化的驱动

机制。最后，构建生态综合指数识别生态安全格局，

并采用二元逻辑回归来模拟未来大湾区生态用地转

化概率。

2. 1　土地利用分类特征选择与分类算法

本研究基于 Landsat 影像以及地形数据构建了

多维特征集［13］，包括光谱特征、地形特征以及纹理特

征。其中纹理特征包括角二阶矩、熵、对比度和相关

性，这 4 个纹理特征之间不相关，且具有很好的分辨

能力［14］。具体特征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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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科学院土地利用分类体系，本研究将

粤港澳大湾区土地利用类型分为耕地、林地、草地、

水体、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6 类。通过人工目视解

译 ，并 结 合 现 有 土 地 利 用 产 品 和 Google Earth 历 史

影像选取各地类样本点。本研究时间点分别为 1990
年、2000 年、2010 年以及 2020 年，每年分别选取 490
个样本点。

本研究使用随机森林方法（random forest，RF）

进行土地利用分类［15］。随机森林分类主要包含两个

参数：决策树的数目和节点特征数。本研究以步长

为 5 进行实验，确定最佳决策树个数为 30。由于分

类精度对于节点数并不敏感［16］，采用默认值。在分

类过程中，选取 70% 样本作为训练样本，30% 的样

本作为验证样本，并使用总体分类精度和 Kappa 系

数这两个指标对土地利用的分类精度进行评价。

2. 2　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分析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能够反映土地利用的结构特

征和各类型之间的转换情况和方向，揭示各类型转

入转出信息，适用于定量研究土地利用类型间相互

转化的数量，其数学表达式如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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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 为土地利用类型个数；S ij 为 i 类转化为 j 类的

面 积 ；i 和 j 分 别 为 转 移 前 后 的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采 用

ArcGIS 10. 2 平台的面积制表功能获得 1990—2020
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土地利用动态度是指区域一定时间内某一类型

土地变化量与变化前总量的比例，反映该类土地变

化的剧烈程度，数学表达式如下［18］：

K = b - a
a

× 1
T

× 100% （2）

式中，K 为某地类土地利用动态度；a、b 分别为某土

地利用类型变化前后的面积（km2）；T 为研究时长。

2. 3　生态用地变化驱动机制分析方法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19， 20］，本研究从自然、社会

经济、人类活动影响以及政策条件四个方面来探究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和数

据的可获取性，选取以下因子作为研究区生态安全

的约束因子：高程、GDP 密度、人口密度、道路密度、

到建设用地距离以及生态控制线。

其 中 ，道 路 密 度 通 过 在 A r c G I S  1 0 . 2 创 建

1  km×1 km 格网并计算单位面积道路长度得到；到

建设用地的距离采用欧氏距离功能计算得到。地理

探测器仅支持离散变量，因此对连续型因子进行了

离散化处理。

地理探测器是一种用于探究地理空间要素分布

空间异质性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方法［21］，已广

泛应用于土地利用驱动机制分析。本研究采用其中

的因子探测识别关键驱动因素，其度量作用力大小

表 2　土地利用分类特征

Tab. 2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特征类型

光谱特征

地形特征

纹理特征

特征描述

波段反射率

归一化植被指数

改进的归一化植被指数

增强型植被指数

归一化建筑指数

归一化水体指数

陆表水分指数

高程

坡度

坡向

角二阶矩

熵

对比度

相关性

简称

Landsat5：B1‑B7
Landsat8：B1‑B11

NDVI
MNDVI

EVI
NDBI
NDWI
LSWI

Elevation
Slope

Aspect
ASM

Entropy
Contrast

Correlation

表 1　数据来源表

Tab. 1　 Data Source Table
数据名称

Landsat5 TM
Landsat8 OLI

高程

坡度

坡向

道路

GDP 密度

人口密度

生态控制线

数据来源

Google Earth Engine
Google Earth Engine

地理空间数据云

地理空间数据云

地理空间数据云

OpenStreetMap
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各地市政策文件

时间

1989-2011 年

2019-2021 年

2000 年

2000 年

2000 年

2010-2020 年

2000-2019 年

2000-2019 年

2010-2020 年

分辨率/ m
30
30
30
30
30
-

1 000
1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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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学表达式如下［22］：

q = 1 - ∑h = 1
L N h N h

2

Nσ 2                    （3）

式中，q 为自变量解释力的度量；L 为因变量或自变

量的分层；N h 和 N h
2 分别为层  ℎ 的单元数和方差；N 

和 σ 2 分别为研究区整体的单元数和方差。

基于因子探测结果，提取关键性生态约束因子

的作用力大小作为权重，通过对各因子进行加权求

和构建生态安全综合指数，以此开展生态安全评价。

其数学表达式如下［23］：

                              ESI = ∑
j = 1

m

pij wj                                (4)

式 中 ，ESI 为 栅 格 i 所 对 应 的 生 态 安 全 综 合 指 数 ；pij

为栅格 i 在 j 因子上所对应的值；w j 为 j 因子的权重。

2. 4　二元逻辑回归

逻辑回归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是广

义线性模型的一种特殊形式，能够借助对数变换将

因变量与自变量的非线性关系转换为线性方程。在

二元逻辑回归中，因变量为 0、1 的二分变量，模型能

够计算每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来估算各自变量的贡

献，进而计算土地利用类别发生变化的概率，被广泛

应用于土地利用变化分析［24， 25］。

本研究将耕地、草地、林地和水域划分为生态用

地，分别提取 2010 年以及 2020 年生态用地指标。在

2010 年的生态用地上创建了 10 000 个随机点作为地

理 探 测 器 以 及 逻 辑 回 归 的 样 本 ，使 用 ArcGIS 10. 2
的 栅 格 计 算 器 获 取 2010—2020 年 生 态 用 地 变 化 情

况：若生态用地转化为非生态用地，则赋值为 0，若生

态用地没有发生转换，则赋值为 1。

逻辑回归模型一般表示形式如下［5］：

Pi = F ( α + ∑
j = 1

m

βj X ij )= 1

1 + exp (-α + ∑j = 1
m )X ij

（5）

           P = ln P
1 - P

= α +∑j = 1
m βi X ij               (6)

式中，Pi 表示事件发生变化的概率； i 表示样本量； 
α 是 回 归 截 距 ； β 是 回 归 系 数 ； m 为 影 响 因 素 的 数

量； Xij 表示自变量。

3 结果与分析

3. 1　粤港澳大湾区土地利用变化

基于验证结果的混淆矩阵，得到粤港澳大湾区

1990 年、2000 年、2010 年以及 2020 年各年份分类结

果的总体精度及 Kappa 系数，具体结果如表 3 所示。

各 年 份 的 精 度 均 达 到 了 90% 以 上 ，分 类 结 果 质 量

较好。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多维特征集进行土地利用

分类，得到四期土地利用分类分布图（见图 1）。结果

表明，大湾区以林地和耕地为主，约占大湾区总面积

的 80%。1990—2020 年间，以广州、佛山、东莞为核

心的中部地区土地利用变化最为明显，耕地面积显

著减少，水体面积部分减少，而建设用地面积逐年增

加；南部的中山、珠海以及深圳的建筑用地亦显著扩

张，而以林地和耕地为主的西北部以及东北部土地

利用变化并不明显，生态环境保持较好。

大湾区的土地利用动态度如图 2（a）所示，从单

一 土 地 利 用 动 态 度 来 看 ，建 设 用 地 的 动 态 度 最 大 ，

1990—2000 年，2000—2010 年以及 2010—2020 年分

别为 5. 73%、6. 43% 以及 2. 22%，呈先升后降趋势，

2000—2010 年达到峰值。从 3 个时期的动态变化趋

势来看，1990—2000 年建设用地的扩张较为突出，动

态度最大，其次为林地，面积显著减少；2000—2010
年整体动态度水平显著上升，建设用地的动态度进

一步增加至 6. 43%，耕地和草地的动态度亦有所增

加，而林地减少速率大幅减缓；2010—2020 年建设用

地动态度大幅回落、林地动态度进一步减缓，耕地动

态度亦开始收窄，但水体的动态度减少速率持续加

快，草地则转为小幅增加。总体来看，耕地、林地及

水体动态度在三个时期持续为负，表明粤港澳大湾

区耕地、林地、水体等生态用地面积持续减少，城市

面积不断扩张。

土 地 利 用 转 移 矩 阵 如 图 2（b）所 示 。 1990—

2020 年 间 ，耕 地 转 出 面 积 最 大 ，以 转 为 建 设 用 地 为

主，占其总转出面积的 61. 1%，此外有 1 294. 21 km²
转为水体，791. 50 km²转为林地；林地同样以转为建

设用地为主；水体共转出 1 560. 27 km²，其中 801. 49 
km²转为建设用地。

从 转 入 来 看 ，建 设 用 地 转 入 面 积 最 大 ，共

5 699. 91 km²，来源以耕地、林地和水体为主，三者合

表 3　各年份土地利用分类精度及 Kappa 系数

Tab. 3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and Kappa 
Coefficient for Each Year

年份

1990
2000

2010
2020

影像

Landsat 5TM 影像

Landsat 5TM 影像

Landsat 5TM 影像

Landsat 8OLI 影像

总体分类

精度/%
95. 30
93. 21

92. 92
93. 46

Kappa 系数

0. 94
0. 91

0. 91
0.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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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占建设用地总转入面积的 96. 5%。总体来看，耕

地、林地和水体是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来源，生态用

地在城镇化进程中持续受到侵占。

3. 2　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安全格局

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结果（见表 4）表明除坡

度因子未通过 0. 0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外，其余因子

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各因子对粤港澳大湾区生态

用地转化的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距建设用地距

离（0. 33）> 生 态 控 制 线（0. 26）>GDP 密 度（0. 20）
> 高 程（0. 13）> 人 口 密 度（0. 10）> 道 路 密 度

（0. 08），表明距建设用地距离以及生态控制线是生

态用地转化中的主导因子。另外，GDP 和高程的解

释力分别为 0. 20 和 0. 13，反映社会经济因子和自然

因子也是推动生态用地转化的重要驱动因子。结合

前文土地利用动态度分析，可对不同阶段的驱动机

制作进一步推断：1990—2000 年及 2000—2010 年建

设用地动态度持续增加，表明该时期经济及城市扩

张是推动生态用地转化的核心驱动力；2010 年后随

着 生 态 控 制 线 政 策 的 正 式 实 施［26-30］，生 态 用 地 转 化

受到明显约束，建设用地动态度大幅下降，这与因子

探测结果中生态控制线的高解释力（q=0. 26）相吻

合，说明 2010 年后驱动机制逐步由经济扩张主导向

政策约束与空间邻近共同主导转变。考虑到道路密

度以及人口密度的解释力较低，最终选择生态控制

线、距建设用地距离、高程、GDP 密度这 4 个因子作

为 关 键 生 态 因 子 ，并 基 于 以 上 因 子 构 建 生 态 安 全

格局。

基于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得到的生态安全等级空

间分布如图 3 所示。总的来说，粤港澳大湾区的整

体生态环境质量处于中等水平。其中，以林地为主

的西北部以及东北部的生态环境质量较好，大部分

区域属于高度安全或中度安全等级；以平原为主的

中南部的生态环境质量相对较差，较大面积为较低

安全或临界危险，生态风险较高。

表 4　因子探测结果

Tab. 4　 Factor Detection Results

参数

q
p

高程

0. 13
***

建设用

地距离

0. 33
***

道路密

度

0. 08
***

生态控

制线

0. 26
***

GDP
密度

0. 20
***

人口

密度

0. 10
***

注 ：*** 为 p<0. 001 。

图 2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Fig. 2　Analysis of Land Use Change Patterns

图 1　1990-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土地利用分类图

Fig. 1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Map of the GBA from 1990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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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度安全和临界危险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中南部

的较发达城市周边，受人类活动干扰强烈且地势平

坦，易成为城市扩张的优先区域，需要限制开发，加

强生态安全防护。较低安全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低度

安全区域的外围，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相对较小，但也

遭受到了一定的破坏。

3. 3　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用地转化概率

选取高程、生态控制线、到建设用地距离、GDP
密度、人口密度、道路密度等 6 个因子作为自变量，

2010—2020 年生态用地转化的结果作为因变量，得

到的二元逻辑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6 个因子均通

过了 0. 0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基于 Wald 统计量［25］来表示每个因子的相对权

重，结果表明，距建设用地的距离以及生态控制线的

影响最大。其中，距建设用地的距离与转换概率呈

负相关，即距离越小，转化概率越高，而生态控制线

内区域则呈负相关，即位于生态控制线内的区域转

换概率较低。道路密度、GDP 密度以及人口密度与

生态用地转化的概率呈正相关。

基于上述结果，得到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用地转

化的概率方程为：

P = 1 - 1
1 + e( )-1. 07 × X1 + 0. 20 × X2 + 0. 22 × X3 + 0. 64 × X4 - 1. 41 × X5 - 1. 09 × X6 - 0. 39

（7）

式中，X1 为生态控制线；X2 为道路密度；X3 为 GDP
密度；X4 为人口密度；X5 为距建设用地距离；X6 为

高程。

基于概率方程模拟得到的生态用地转化概率分

布如图 4 所示。总体上，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用地转

化概率较低，生态用地转化概率平均值为 0. 07，最大

值为 0. 95。从地域上看，江门市、肇庆市、惠州市以

及珠海市的平均生态用地转化概率较低，而东莞市、

佛山市、广州市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平均生态用

地转化概率较高。

生态用地转化概率与生态安全格局在空间上有

较好的一致性，生态安全等级高的生态用地转化概

率较低，临界危险区域转化概率较高。若保持现有

发展速度以及土地政策，东莞市、佛山市、广州市以

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北部生态用地面临着较高的转化

风险。

4 讨论

4. 1　粤港澳大湾区市级尺度生态用地转化驱动机制

考虑到不同区域的政策强度、发展速度等条件

不同，本研究进一步结合地理探测器从市级尺度来

探究各驱动因子的影响（注：澳门特别行政区生态用

地 面 积 过 小 ，故 不 参 与 分 析），得 到 的 结 果 如 表 6
所示。

结果表明，驱动因子在不同区域的影响有着较

大的差异。距建设用地距离在广州、东莞、惠州、肇

庆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均为影响最大的因子；生态控

制线在深圳、珠海、中山及江门的解释力最强。总体

来看，距建设用地距离以及生态控制线是大湾区生

图 3　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安全格局

Fig. 3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of the GBA

表 5　二元逻辑回归结果

Tab. 5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参数

常量

生态控制线

道路密度

GDP 密度

人口密度

建设用地距离

高程

估计值

-0. 39
-1. 07

0. 20
0. 22
0. 64

-1. 41
-1. 09

标准误差

0. 06
0. 07
0. 03
0. 05
0. 09
0. 10
0. 09

Wald 统计量

-6. 05
-15. 39

6. 08
4. 13
7. 27

-14. 53
-12. 06

p 值
***
***
***
***
***
***
***

注 ：*** 为 p<0. 001 。

图 4　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用地转化概率

Fig. 4　Probability of Ecological Land Conversion in
 the G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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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用地转化的主导因子，高程也对各区域生态用地

转化有显著影响，但在各区域解释力差异较大。

最后，探讨各区域土地政策因子对生态用地转

化的影响，进而了解各区域土地政策执行的具体效

果。由表 6 驱动力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到，惠州市和

中山市的生态控制线的解释力最高，其次是深圳市

以及江门市，表明土地政策对上述城市建设用地扩

张约束效果较为显著；而东莞市及佛山市的解释力

相对较低，生态控制区内存在部分生态用地转化为

非生态用地的现象，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到一定破

坏。因此，这些区域需要进一步划定科学合理的生

态控制线，进而有力保护城市生态环境。

4. 2　研究局限性及展望

本研究仅基于 Landsat 遥感影像进行土地利用

分类，对于城市内部破碎化的小型生态绿地（如城市

绿地、小型水体等）存在一定的识别限制，可能低估

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建成区内部生态用地的实际面

积。其次 ，30 m 分辨率下 ，一个像元内往往包含多

种地物类型（如建筑物、植被与道路），导致城乡交界

带、水体边缘等过渡区域分类误差较大，可能会影响

转移矩阵的精度。在分类体系方面，本研究采用耕

地、林地、草地、水体、建设用地及未利用地六大类，

该体系能够较好地反映区域尺度上生态用地整体格

局与动态趋势，但对湿地、滩涂等细化生态类型以及

公园、苗圃、防护绿地、附属绿地等人为规划建设的

城市内部绿地识别有所不足。因此，本研究更适用

于区域尺度的自然生态格局分析，对城市建成区内

部精细化生态用地管理的指导意义有待结合高分辨

率遥感影像进一步验证。

5 结束语

本研究基于 GEE 平台，构建多维特征集，完成

粤港澳大湾区 1990—2020 年的土地利用制图，使用

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以及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土

地利用变化情况，借助地理探测器分析大湾区生态

用地变化的驱动力机制，结合生态安全综合指数构

建生态安全格局，并使用二元逻辑回归模拟大湾区

生态用地转化概率。结果表明：

1） 1990—2020 年，粤港澳大湾区经历了快速城

市化进程，林地、耕地、草地以及水体等 4 类生态用

地 面 积 持 续 下 降 ；建 设 用 地 持 续 扩 张 ，面 积 不 断 扩

大 ； 1990—2020 年，粤港澳大湾区的土地利用变化

明显，耕地为最大的转出类型，林地次之，而建设用

地为最大的转入类型。

2）总体来说，高程、距建设用地距离、生态控制

线、GDP 密度、人口密度以及道路密度是粤港澳大

湾区的生态用地转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距建设

用地距离以及生态控制线对大湾区生态用地转化影

响最大。

3）离建设用地近且地势平坦的生态用地转化概

率更高，若保持当前发展速度以及生态控制线，东莞

市、佛山市、广州市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北部生态用

地将面临较高的转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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